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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定居意愿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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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推进，农民工定居意愿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通过对四个城市农民工进行
配额抽样调查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多分类逻辑回归方法，围绕社会地位研究农民工的定居意愿问题。研究将社
会地位分解为经济地位、社会网络和社会不平等感知三个维度。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地位中的消费支出对农民工选择
定居地点有显著影响;在就业城市中的社会网络有效影响农民工在该城定居;不平等感知也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具有影
响。文章据此结果深化讨论并提出市民化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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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构成和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农民工
群体一直是我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在户籍上属于农业户口，身份上是农村人，职业上是工人，
在城乡夹缝中目标在于更好地生活［1－3］。目前，“城乡一体化”已被纳入国家政策，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推
进城镇化的核心任务之一。以往限制农民工进城定居的主要因素是户籍制度，但 2014 年颁布的《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城市落户限制，户籍制度开始瓦解。截
至 2016年底，已有 31 个省份取消农业户籍，放开农村居民落户的门槛。那么户籍的放宽，是否意味着农
民工愿意进城定居?如果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农民工的定居意愿?这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
(一)人口迁移理论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与发达国家 75%的城市化率相比仍然存在较大距离，农民工
是中国城市化继续推进的重要力量。城市化与人口迁移密切相关，相关研究涉及到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
论、文化融合理论、社会网络理论、推拉理论等等。本文从社会地位角度探讨定居意愿问题，因此主要关注
迁移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
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认为，在城市中的预期收益决定了农村居民是否选择迁移到城市，决定预
期收益判断的因素包括稳定工作的几率、预期收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迁移成本等，当个体预期城市的
综合收益大于留在乡村的收益，就会发生迁移行为［4］;迁移者会估算迁入地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比较而选
择长期预期回报最大的地区作为目的地［5］。但是新移民经济学从社会地位角度解释迁移和定居行为，他
们认为成本－收益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实际经验，移民在原社区中的低社会地位状态会推动他们向外迁
移，是“相对剥夺感”而不是收入对他们的迁移决策有决定性影响［6－7］。劳动力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主观
的感受和愿望，地位的平等感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所以社会地位对于迁移决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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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理论从个体社会网络的角度解释迁移行为，移民与两地工资差异、就业率并没有很强的关
系，对迁移决策产生影响的，实际上是把移民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为个人求职和定居提供帮
助，也给个人带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社会网络的扩张能够有效降低迁移成本和风险，带动更多的
人口迁移;迁移的增长反过来又会扩大移民群体的总体影响力，这个动态双向过程对移民和迁入地都会产
生重要影响［9－11］。在移民的适应阶段，社会网络提供了就业、经济、情绪上的支持，有效帮助移民在迁入地
站稳脚跟。但是从长期社会融入的角度来看，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11］。
Caces等人的研究指出，从迁出地附带的社会网络会使移民沉浸在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与迁入地的主
流社会孤立，移民只有与迁入地的社区和居民建立有效的社会联系才能帮助其实现社会融入［12］。
(二)关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经验研究
自 20世纪 90年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以来，关于农民工定居的研究也随之兴起。20 世纪 80 年代户
籍改革重点是解决农民进不了城的问题，20世纪 90年代户籍改革的重点在于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最新
一轮户籍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13］。“城市化”侧重于国家、区域、社会结构、物质层面的
变化，而“市民化”主要是指社会成员角色的转型，非农化、城市化和市民化之间应该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在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中，市民化才是最终的落脚点［14］。市民化与农民工定居意愿密切相关，已有农民工
定居问题研究集中在城乡的选择上，定居意愿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人口学角度分析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经历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年龄较
小、在迁入地工作时间较长、工作稳定、未婚、从事非农职业、家庭式流动、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有在读学
生越多、在迁入地已购买和自建住房的农民工更愿意在打工城市定居［15－18］。第二，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迁移和定居意愿。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保障水平促进流动人口做出永久迁移的选
择［19］。侯红娅等人发现，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对进城务工的收入预期越高，更愿意放弃土地
进城定居［20］。迁移的成本包括空间成本(即迁移距离远近)、经济代价、文化差异和再社会化成本对于迁
移决策均有重要影响［21］;职业类别、收入和住房状况对于农民工定居城市影响显著［22］。费喜敏和王成军
的研究发现，收入越高、年龄越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在务工城市定居［17］;在务工城市子女入学越受歧视和
老家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民工则越倾向于回农村老家定居;对于打算回家办厂和开店的农民工来说，
工资和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他们提前回乡创业。农民工当中，技术工人预期工作年限较长，因而具有在城市
定居的职业竞争力和经济实力［23］。职业稳定性与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有直接影响，老家离打工城市的距
离、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都与定居选择有千丝万缕的关系［24］。第三，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方面进行研
究。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包括三方面的因素:市场因素、文化心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其中市
场因素是主要因素，文化心理因素具有一定影响，制度因素的作用在下降［25］。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会受到
经济动机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在城市中的社会交往情况、个人和家庭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能否得到满足也会
产生作用［26－27］。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工的人口学变量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定居意愿的
影响，但是从社会地位视角考察农民工定居意愿的研究还非常有限。本研究拟采用社会地位视角对影响
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考察相关经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定居选择。
二、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
社会地位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早期的经典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财富、声望、权利三个维
度对社会地位的影响［28］;近年来，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教育和社会资本等维度都被纳入社会地位指标中，
无论何种测量方式，经济地位都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关键指标。移民的成本收益理论中，经济上的综合
收益是决定迁移行为的主要因素，当经济地位提升时将会触发迁移行为。经济地位既是个人社会地位的
主要指标，也是迁移的动机。
林南等人提出的社会资源理论认为，社会资源嵌入在个人的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具有提供信息和机
会的特质，个人通过工具性行动摄取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29－30］。个人的网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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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越高，获取资源的潜力越大，对社会地位的提升作用也越大，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来
提高经济效率［31］。社会网络对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刘精明等人将社会网络作为个人社会地
位测量的指标之一［32］。对于农民工来说，如果拥有广泛的城市社会网络，那么就会产生较高的社会资本，
有助于其获取城市社会资源。如果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完全是由其原来的农村社会网络构成，那
么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就会演变成孤立的个人，与城市产生疏离，无法形成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从而降低
在城市定居的意愿。
社会地位不仅包括客观的维度，还应该包括主观的维度。主观上的地位感知是决定个人社会行动的
重要因素，社会地位低和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人更容易产生焦虑［33］。农民工属于底层精英，在农村中的社
会地位较高，但在城市中的相对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却在下降［3］。他们进入城市是为了增加收入和寻求
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在城市中的“被边缘化”处境给他们带来了相对剥夺感，当相对剥夺感足够强烈时，他
们就会选择“用脚投票”离开务工地。这种社会地位上的强烈反差，使他们对不平等的感知相对于其他人
来说要强烈得多。在主观社会地位方面，我们从反向即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感知来反映农民工对于自己
社会境遇的评价以及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观感受。不平等感知反映了农民工社会地位上的相对剥夺感，如
果农民工的不平等感知越强，那么就越有可能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此地。
综上，本文从经济地位、社会网络和不平等感知三个方面分析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并分别提出相关研
究假设。
假设 1: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假设 2:农民工的城市社会网络有助于其选择在就业城市定居。按照关系的紧密程度，社会网络分为
与个人较为紧密的社交网络和相对松散的普通交际网络，不同的社会网络对个人影响不同，由此我们推演
出两个分假设:假设 2．1:农民工在迁入地的社交网络层次越深，越能增强其城市定居意愿。假设 2．2:农民
工与普通市民的社会交往越多，越能增强其城市定居意愿。
假设 3:不平等感知越强，个人在城市定居的意愿越弱。
根据以上假设，我们将社会地位分为经济地位、社会网络、不平等感知三个维度，并据此建立多类别逻
辑回归模型。我们以定居意愿为被解释变量，以预测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MLogit(yi)= β0 + βi xi，j + εi，j
在方程中，yi为定居意愿，有三个选择，本地城市、农村老家和其他城市。xi，j 代表三个预测变量，即经
济地位、社会网络、不平等感知和控制变量。
三、样本情况与变量描述
(一)样本情况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在深圳、厦门、东
莞、苏州四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课题组于 2016—2017 年在四个城市采集数据，调查对象包括在所在
调查城市生活、工作一年以上的十六周岁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四个城市共发放问卷 1 400 份，回收有效
问卷 1 271份，问卷有效率为 90．8%。由于农民工群体流动性高及空间分布不均匀，无法掌握整体抽样框，
无法做到完全随机抽样，代之以相对宽松的配额抽样方法抽取，在实际调查中按照年龄、性别、职业等标准
进行分层配额。在操作中运用 STATA1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1。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
定居意愿是个人主观上在可预见的将来想要定居的地方。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有
55. 14%的农民工未来期望在城市定居和发展，28．55%的农民工打算在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34］。
叶鹏飞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既表现出对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模糊性的心理状态，明
确想定居城市的农民工比率为 41．7%，明确不想在城市定居的在百分之二十左右，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拿不
定主意［26］。针对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指出，青年农民工素质较高，生命活力强，但是呈现出回不去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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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不进城市的状态，对未来归宿没有清楚、一致的想法［35］。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类别 样本数( %) 变量 类别 样本数( %)
性别 男 618( 48．62) 政治面貌 非党员 1 121( 14．70)
女 653( 51．38) 中共党员 55( 85．30)
婚姻状况 未婚 392( 30．87) 工作状态 固定工作 993( 77．57)
已婚 878( 69．13) 非固定工作 287( 22．4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21( 9．52)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初中及以下 520( 40．91) 年龄 32．985 9．053
高中 /中专 464( 36．51) 家庭月平均收入 6 923．67 6 812．03
大专 133( 10．46) 月均支出 3 004．770 2 379．92
本科及以上 33( 2．60) 在调查城市居住时间 7．03 6．30
本研究在问卷中将定居意愿操作化为“您未来最想定居在什么地方”，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中将
问卷答案选项设为“工作城市、老家城市、老家农村、其他城市”四个类别，穷尽被访者的选择可能性。调
查结果显示，24．0%的被访者选择未来定居在“工作城市”;34．1%选择“老家城市”;24．8%选择在“老家农
村”;7．7%的人选择“其他城市”，在其他城市选项中以老家附近的省会城市或者地理位置较近的城市为
主。鉴于最后两种选择大多是以老家为地理参考标准，在分析中，我们将“老家城市”和“其他城市”并入
“老家城市”一个类别，以区别于目前工作和居住的城市。
表 2显示定居意愿在不同代际上的区别，本研究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分界线，出生在 80 年代以前的
农民工视为老一代农民工，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为新生代农民工。统计结果显示，老一代农民工选择回农
村的比例更高，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老家城市的更多。代际与农民工定居意愿之间的独立性通过了卡方检
验(Pearson χ2 检验值为 37．95，显著性水平为 0．01)，在回归模型中，代际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为减少代
际与年龄的共线性，未将该变量放入模型中。
表 2 代际与定居意愿(%)
定居意愿
代际
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总计
就业城市 28．05 26．03 26．61
老家城市 33．54 51．34 46．26
老家农村 38．41 22．63 27．13
总计 28．52 71．48 100
样本量 328 822 1 153
2．预测变量
预测变量从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方面进行考察，客观因素从经济地位和社会网
络两个维度进行测量，主观因素用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感知来测量。
(1)经济地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民工的收入对其居住意愿的影响。然而决定农民工在城市经
济地位的因素除了收入外，支出也是重要部分，以往对定居意愿的研究大多忽略了支出这一要素。鲍德里
亚认为，消费除了具有社会效应外，还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即社会地位特征［36］。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经济地
位分为收入、消费支出两个指标进行预测，对这两项指标的货币数值取对数进入模型中。
(2)社交网络。社会网络是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与人接触和建立起的联系。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已
有很多研究，但对老乡、亲戚朋友等农民工原生社会网络关注较多，对于农民工在城市中新建的社会网络
研究还不够充分。本研究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社会支持效应的社交网络，
操作化为“您在工作城市的三个好友中有无本地人”，答案设为“没有、有”两个选项，分别赋值 0 和 1，作为
虚拟变量进入模型中。另一类是更为普遍性的群际交往，在问卷中操作化为“在以下场所接触到本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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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多不多:a．工作单位、b．居住小区、c．商场和菜市场、d．公园和广场”，答案设为“非常少、比较少、比较
多、非常多”四个选项，并分别赋值 1、2、3、4。这四个项目的 KMO 值为 0．716，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适合
做因子分析。经过检验后，研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并结合最大方差旋转法将其合成为一个因子，
命名为社会交往因子。
表 3 社会交往因子分析
指标 社会交往因子 共量
工作单位接触本地居民的频率 0．673 0．548
居住小区接触本地居民的频率 0．797 0．365
菜市场、商场餐馆等地接触本地居民的频率 0．834 0．305
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接触本地居民的频率 0．789 0．378
特征值 2．405 ———
解释的方差比例( %) 60．12 ———
(3)不平等感知。不平等感知是指个人将自己的地位与其所选择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且发现自己处
于劣势时，产生的不公平和被剥夺的感受［37］，反映个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观感受。本研究将不平等感
知操作化为农民工在城市中在工作、生活中的权利、地位的主观判断，在问卷中向被访者提问“您是否同意
下列说法:外地人和本地人有同等机会获得职位晋升、有同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有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
有一样的受教育权利”，答案设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
值 1、2、3、4、5分，分值越大，表示不平等感越强。这四个项目的 KMO值为 0．799，并通过了 Bartlett球形检
验，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因子最大方差旋转法分析提取出一个因子，命名为不平等感因子。
表 4 不平等感因子
指标 不平等感因子 共量
外地人和本地人:
有同等机会获得职位晋升 0．866 0．249
有同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0．912 0．168
有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0．890 0．191
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0．883 0．220
特征值 3．172 ———
解释的方差比例( %) 79．3 ———
3．控制变量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本地居住时间、工作状态共计七
个变量，其中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工作状态以虚拟变量形式进入模型中。
四、分析结果
我们以未来定居的意向作为因变量，鉴于预测变量都是在就业城市对被访者进行调查收集的，在模型
中将以定居“就业城市”作为参照组，根据进入模型的自变量的不同分别进行回归，得到两个主要模型，四
个分支模型，在 STATA软件中将输出结果设定为因变量发生改变的概率(详见表 5)。
模型 1－1及 1－2是只放入了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 1－1中，在就业城市和农村老家之间的选择上性
别和受教育程度对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回老家农村的概率下降 49．6%，这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一致，女性在城市扎根机会相对更多，障碍更少。受教育程度每升高一级，选择老家农村的概
率下降 46．4%。模型 1－2中，在老家城市与就业城市的定居意愿对比中，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表现出有
效影响，受教育程度每升高一级，选择老家城市的概率下降 29．9%;居住时间越长，选择老家城市的概率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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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6．5%。模型中的伪 Ｒ2 仅作为参考数据，在多元逻辑回归中不具有现实意义的解释力。
表 5 居住意愿回归模型
参考项:就业城市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变量 老家农村 老家城市 老家农村 老家城市
控制变量
性别a －0．496＊＊( 0．175) －0．083( 0．159) 0．532＊＊( 0．192) 0．095( 0．174)
教育程度 －0．464＊＊＊( 0．106) －0．299＊＊( 0．093) －0．387＊＊＊( 0．117) －0．238* ( 0．104)
政治面貌b －0．211( 0．448) 0．238( 0．357) －0．048( 0．479) 0．189( 0．392)
婚姻状况c －0．233( 0．234) －0．266( 0．206) －0．117( 0．260) －0．012( 0．230)
居住时间 －0．015( 0．015) －0．065＊＊＊( 0．015) 0．008( 0．017) －0．042* ( 0．017)
年龄 0．010( 0．013) －0．017( 0．012) 0．007( 0．014) －0．021( 0．013)
工作状态d 0．176( 0．228) －0．223( 0．221) －0．053( 0．251) 0．301( 0．243)
经济地位
收入对数 －0．217( 0．166) －0．152( 0．148)
支出对数 －0．420* ( 0．181) －0．484＊＊( 0．166)
社会网络
本地好友e －0．760＊＊＊( 0．210) －0．622＊＊＊( 0．187)
社会交往因子 －0．271＊＊( 0．100) －0．253＊＊( 0．092)
不平等感知 －0．042( 0．094) 0．098+( 0．087)
Constant 1．366＊＊( 0．529) 2．493＊＊＊( 0．484) 5．791＊＊＊( 1．720) 7．019＊＊＊( 1．552)
Observations 1，027 1，027 907 907
伪 Ｒ2 0．0468 0．0468 0．0721 0．0721
＊＊＊ p＜0．001，＊＊ p＜0．01，* p＜0．05，+p＜0．1
虚拟变量: a男性; b 群众; c 未婚; d 有固定工作; e 无本地好友。
模型 2－1和模型 2－2加入了本研究主要的三个预测变量:经济地位、社会网络和不平等感知。结果显
示，在两个分支模型中，与就业城市对比，经济地位中的支出和社会网络都达到显著性影响。消费支出对
于农村定居和老家城市定居都呈现出了负向效应，支出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选择老家农村的概率减少
42．0%，选择其他城市定居的概率减少 48．4%，假设 1 得到证实。以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消费仅限于基本
生活消费，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消费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张，如娱乐、培训甚至购买房屋等。
消费的扩张代表农民工认同城市生活，开始融入市民生活。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体现他们的社会参与，从经
济上逐渐参与城市社会生活，以消费带动的参与会影响其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影响农民工对自我与
城市社会关系的定义和态度［38］。
农民工在就业城市的社会网络，以本地好友和普通社会交往频率两个变量来衡量，前者是从个人层面
上测量较为紧密的社会支持程度，后者则是测量普遍意义上的农民工接触本地市民的程度。分析结果显
示，这两个变量对于选择就业城市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交本地朋友以及与普通市民的社会交往越多，定
居农村老家和老家城市的可能性越低，其中有本地好友即拥有社会支持的作用更大。有无本地好友是虚
拟变量，有本地好友的比没有本地好友的人选择回农村的概率降低 76．0%，选择老家城市的概率降低
62. 2%，假设 2．1得到验证。社会交往每升高一级，回农村定居的概率下降 27．1%，选择老家城市定居的概
率下降 25．3%，假设 2．2得到验证。
不平等感知在模型中仅达到边缘显著，不平等感知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老家城市定居的概率提高
9. 8%，假设 3得到部分验证。不平等感知反映的是农民工主观上感受到的城市包容程度。如果农民工感
受到了社会排斥，那么将会降低农民工在本地定居的意愿，转而寻求其他地点作为未来定居的目标。
五、理论讨论与政策思考
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以不同程度和形式对其定居意愿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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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不仅仅受到经济收入的影响，支出的作用更明显。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
中指出，消费模式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可以作为反映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39］。
本研究表明，对农民工定居意愿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基于其在城市消费支出的考量，是消费而不是收入产生
了更重要的影响。农民工的消费不再局限于生存型消费，同时在娱乐、文化、体育等方面也开始消费，以消
费带动融入成为市民化的方式之一。其次，对于不同群体分类进行市民化。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比如拥
有稳定的职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可以考虑优先市民化。农民工在城市中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一
方面源于其从事的职业，比如农民工多从事建筑、制造、低端服务等行业，职业声望较为低下，因此需要为
其提供更加开放的职业上升通道。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强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让农民
工增能赋权，不仅有助于实现市民化，也能促进人口红利从“量”向“质”转变。再次，城市的社会网络对农
民工定居意愿具有重要影响。这部分证实了 Caces 等人的迁移理论，即在迁入地的社会网络对于长久的
社会融入来说才是最关键的，而与经典的移民社会网络理论不同。在迁入地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市
民化的关键因素［40］，如何让农民工在迁入地建立有效的社会资本也是市民化的难点。社区是市民化政策
落地的场域，也是建立社会网络的天然场所，在社区或街道中培育社会组织和活动，将农民工和市民都纳
入进去，加强农民工和市民之间互动的频率，打破农民工和市民的界限，为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提供条件
和机会。最后，农民工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并且直接关系到他们是否会留在
务工城市。这一结论符合 Stark对发展中国家迁移的理论模型，即与收入相比，社会地位上的相对剥夺感
更能决定迁移决策。虽然目前社会政策强调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对待农民工，但是非正式体系中“无形的歧
视”仍然存在，农民工对地位上的差距感受颇深，城市的社会排斥依然存在，他们期待拥有城市市民的社会
地位。他们市民化的选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距离老家较近的县、市作为永久定居的选择，我们称为异
地市民化;另一种是在就业城市定居，我们称为就地市民化。在就地市民化与异地市民化的道路选择上，
城市的态度即农民工是否感受到社会排斥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增多及农民工主体意
识的增强，农民工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地位、权利，如果在城市中感受到社会排斥，那么农民工就很可能选择
向其他城市包括老家城市等地方转移。因此，为了使农民工能更好地融入城市以及城市本身实现可持续
发展，建立一个友好型而非排斥型的城市，对于农民工个人和城市社会实现双赢发展实为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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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Social Status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XU Yanhui，SHI Min
Abstract:As the policy on migrant workers’urbaniz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a period of time，settlement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omes to be the focus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researchers use the data collected in four cities by Quo-
ta-Sampling，then analyze it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logistic regression． We put our attention on social status’influence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Social status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economic status，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inequality per-
ception． The data analysis outcome shows that the expenditure part of economic status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ettlement inten-
tion． Besides，social network in employment city promotes the prob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settling in that city． What’s more，so-
cial inequality perception also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end，researchers give some suggestions on opti-
mizing urbanization policy．
Key words:social status;migrant workers;settlement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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